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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兼论杨鑫辉教授的学术贡献

燕良轼

［摘　 要］　 中国心理学史经过老一辈心理学家的精心浇灌，已经成为心理学百花园中的一朵亮

丽的花朵。在众多浇灌者的身影中有一位不能忽视，这就是心理学家杨鑫辉先生。中国心理学史的

发展必须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为目标；研究

者要有坚定的理论信仰与独立的研究立场；在研究中要注意“求真”与“求解”的良性互动；既要善于

破“人蔽”也要善于破“己蔽”；要将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相融合；研究者既要善于独立思考，又要有合

作创新精神。杨鑫辉先生无疑在这些方面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值得后继者学习。

［关键词］　 继承与创新；求真与求解；杨鑫辉

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走过了并不漫长但却曲折的道路，在当下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与危机。当我

们回溯历史的脚步时，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前辈在中国心理学史这个狭窄而价值重大的领域所做出

的艰难跋涉而赞叹。我们不能不为梁启超（１９２３ 年受中华心理学会之邀，作了《佛教心理浅测》）、张

耀翔（１９４０ 年在《学林》发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余家菊（在《心理》杂志发表《中国心理学思

想》等 ３ 篇文章）、汪震（发表《中国心理学史上的戴震》等 ３ 篇）、徐谥荣（发表在《学灯》上的《中国古

代心理学》等 ５ 篇文章）等中国心理学史的先驱的睿智与远见而投出敬佩的目光。

我们也不能不为以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赵莉茹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心理学家在中国心

理学史研究中取得的骄人成就而自豪。正是他们这一代人，怀揣着建立中国人自己心理学体系的梦

想，在浩瀚的传统文化典籍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梳理出中国心理学史基本轮廓与体

系，使中国心理学史终于成为心理学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为什么老一辈心理学家会对中国心理学

史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呢？这当然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是分不开的，但也与他们孜

孜以求的事业心和深厚学术素养密不可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过去 ３０ 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

老一辈心理学家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继承与创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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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为目标

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有一个优秀的传统，他们研究的领域虽然是中国心理学史，但是他们心目

中一直揣着一个梦想，就是念念不忘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

史的最终目标，也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原动力。早在 １９３９ 年，潘菽先生就发表了《学术中国

化问题刍议》，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他又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问题，燕国材先生在《先秦心理思

想研究中》（１９８１）也指出：“作为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国，随着四个现代化事业的

蓬勃发展，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建立中国的心理学，或使心理学中国化。”我们从杨鑫辉先生的言论

与行为中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理想。他曾多次表达了这一理想，并身体力行。他在《中国心理

学思想史》、《医心之道》等著作和文章中都反复表达这一理想。可以说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实现

心理学发展的本土化（中国化）和现代化，让心理学能够为建立中国和谐社会服务是杨先生和许多老

一辈心理学家的中国梦。正因为如此，杨先生特别注重中国心理学体系的建构，他是以建构中国心

理学史研究的体系来带动本土化心理学体系的建立。他认为，“现代心理学必须从单一的西方文化

背景中跳出来，以广博的胸怀兼收并蓄其他文化的精华”，尤其是“东方文化的精华”，才能改变其“贫

血状态”。（杨鑫辉等，２００２，第 １ 页）所以他终身倡导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他认为“世界各国在吸收西

方心理学科学成功的时候，必须考虑各自的文化背景，进行心理学的本土化，对我们中国而言，就是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杨鑫辉等，２００２，第 １ ２ 页；燕国材，１９８１，第 １２ 页）杨先生对潘老的观

点“非常提倡并大力倡导”，并相继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发表《关于个体社会化的几个问题》、《当代心

理学的发展趋势》和《大力推进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等文章。他认为，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

“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他说：“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告诉我们，不将心理学根植

于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之上，我国心理学事业就不能得到真正发展。”（杨鑫辉等，２００２，第 ３ 页）杨先生

所说的“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与心理学的世界性、国际化并不是相互对立不相容的。我们既重

视社会文化取向的本土化，也承认进化遗传取向的世界性、普遍性；既探求本国人的心理行为特点，

又探求人类共同的心理规律。所以在认识和把握心理学本土化发展趋势时，不是与心理学的世界

性、国际化割裂开来，而只是要突现出来。”（杨鑫辉等，２００２，第 ３ 页）可以说，杨先生一生都在为建立

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而奋斗！

二、坚定的理论信仰与独立研究立场

从事理论与史的研究，坚定的理论信念与信仰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心理学史，可以说整个心

理学的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具有坚定的信仰。纵观自冯特以来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凡是有成就的心理

学家无不都有坚定理论信仰。冯特、铁钦纳坚信元素主义和构造主义；华生、斯金纳坚信行为主义；

韦特海默、考夫卡、苛勒坚信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皮亚杰、布鲁纳坚信结构主义；维果斯基坚信马克

思主义。他们在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他们坚定的理论信念与信仰。（燕良轼、曾

练平，２０１１）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也同样需要研究者树立坚定的理论信仰。以潘菽、高觉敷先生为代

表的前辈心理学家在这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早在 １９７９ 年潘菽先生就“提出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

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这可以说这是他心理学思想理论的核心”（杨鑫辉，１９８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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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与杨先生的若干通信中他曾指出：“方法问题是很重要的，忽视了它就要受到自然的

惩罚，即花了力气做动作而结果却不好，甚至很不好。”“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即指导思想

问题’”潘老还以树作比，形象地说道：“世界观是根本，辩证唯物论是躯干，方法论是树冠。”“要研究

好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任何部门，都要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站稳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单纯强调

实验研究而不问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那是很容易走错方向的”（潘菽，１９８１）。高觉敷先生也倡导中

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老才在不断的探索中，在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作家的学习中逐步掌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燕良轼、杨鑫辉，１９９８，第 １７８ １７９

页）。杨鑫辉先生是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潘老、高老接触最多，受他们影响最多的为数不多的年富

力强的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者之一，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伊始就自觉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为指导，显然是受到潘老和高老的影响。他在中国第一部《心理学通史》总论说：就研究和编纂中国

心理学史来说“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是要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

史上发生的各种心理学思想，还他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他们以科学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给各种

心理思想贴上唯物论或唯心论的标签，给古代学者戴上唯物论心理思想家或唯心论心理思想家的帽

子。”再次重申他一贯坚持的“坚持一个指导思想，贯彻三个维度原则，采用多种具体研究方法”的“一

导多元”的思想（杨鑫辉，２０００ａ）。这样的观点杨先生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比如在他 ２０１２ 年山东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医心之道———中国传统心理治疗学》一书的序言以及在多篇论文中的中也表达了

同样的观点，这表明杨先生坚持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主流价值观是始终一贯的，也是对老一辈心理学

研究传统的继承。

所谓“一导”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杨先生说：“所谓‘一导’，是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即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

的、发展的观点作指导来研究中国传统心理思想研究，“才能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它的发展脉

络和规律。”（杨鑫辉，２０１２，第 １６ 页）他特别强调，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

唯物论“这个根本指导思想”不是要给中国心理学思想“贴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标签”，而是“运用辩

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心理思想，“还它们以历史

的本来面目，给它们以科学的评价。”（杨鑫辉，２０１２，第 １６ 页）杨先生之所以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主流价值观，与所处时代要求、自己的认识觉悟密切相关之外，也与老一辈心理

学家潘菽、高觉敷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

如果说“一导”可以代表杨先生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多元”就可以看成他独立的研究立场。所谓

“多元”即是杨先生提出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三个维度的原则：第一，内在逻辑与外部历史条件兼顾

的原则，即既要研究心理学思想本身的发展规律，又要看到社会历史条件对它的影响。第二，古今参

照的原则，即以现代心理学概念、理论体系为框架，去对照整理心理学思想这份珍贵遗产。第三，中

外比较的原则，即对中国与外国心理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帮助

理清其发展脉络（杨鑫辉，１９９４ａ）。如果说，“一导”是他对老一辈研究理念的继承，“多元”就是他对

前辈研究理念的超越。他自己遵循这项原则作出了许多超出了前人的多项贡献，并建构了独特风格

的中国心理学史体系。该体系在他的《中国心理学史论》中得到了完整表达，将中国心理学史的体系

设计为六部分：（１）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学，包括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和编纂学。（２）中国心理学史

的范畴学；（３）中国心理学史的专题学；（４）中国心理学史的系统学；（５）中国心理学史的文献学；（６）

中国心理学史的历史学（或称史学史）等；后来又补充了中国心理学史的价值学（杨鑫辉，２００２ａ，第 ２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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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真”与“求解”的良性互动

历史研究既要有科学的“求真”精神，也要有人文的“求解”精神。这样的历史研究才能既能给人

以科学，也能给人以智慧。对于历史研究究竟是“求真”还是“求解”的问题历史学家是有争论的。一

些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一定要确保科学性，要运用科学思维，科学手段获得真实的历史，所谓要“还

历史本来面目”。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历史不能给人以科学，但却可以给人以智慧。智慧是一种对

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这也正是历史永远值得研

究的地方。所以有学者干脆认为，“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则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

显然，“求真”者强调的是科学精神，“求解”者强调的是人文精神。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应当使

“求真”与“求解”有机结合。如果一个史学家不顾历史真实，不去考究、考证、考察、研究历史的真实

存在，就会丧失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存在价值，泯灭了史学家的良心和科学精神；反之，只顾历史真实，

而不去考究事实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那就不能承担起给人以智慧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后现代主

义或建构主义的观点，历史只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史记》、《汉书》只是司马迁、班固心目中的历史，它

们很难与真实发生的历史完全吻合。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或

价值无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的“求真”是不可能做到的。有时即使做到了，也未必有什么价

值。顾颉刚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大家。他专门考证过孟姜女的故事，研究的结论是：孟姜女

的故事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是被后人附会到秦始皇的头上。这个考证还了历史的本来面

目，很成功。顾先生在“求真”方面做得很成功，可是他仅仅止步在“求真”，而没有进一步“求解”。

问一下，为什么人们要把孟姜女的故事附会到秦始皇的头上？那不是民间对秦始皇暴政的一种控诉

吗？所以史学家一定要成为一个思想家，这样的史学才能使人获得智慧。历史故事并不天然地给人

以智慧，智慧是来自历史学家对史实的“求解”，来自史学家对历史事件赋予思想（刘志琴，２０１１）。

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好的传统，即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也就是“求

真”与“求解”的融合。这种精神在老一代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的研究中都得

到了体现。例如杨先生在其建构的方法学体系当中就充分体现了科学“求真”与人文“求解”的结合。

他认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是在“坚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总的指导思想，贯彻以心理实质

为主线、古今参照古为今用和科学历史主义三条原则”的基础上，应采用归纳排比法，史料考证法，纵

横比较法，系统分析法（杨鑫辉，１９９４ｂ，第 １８ ３０ 页）、实证检验法、义理诠释法、计量研究方法等（杨

鑫辉，２００２ｂ）加以研究。这些方法中既包含了科学主义所倡导的方法，也包括人文主义倾向的方法。

他的方法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其中史料考证、实证检验法、计量研究法都是典型的科

学研究方法，而归纳排比，义理诠释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倾向的研究方法。

杨先生在对其他方法论述的基础上，还在《诠释与转换———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一文中对义理诠释法进行了专门论述。他认为产生于西方释义学又称解释学或诠释学是西方心理

学的方法论的第三种势力，“以文本为对象，以理解和解释为方法，重视整体和历史制约性原则。”是

一种人文倾向的研究方法，并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王国芳，１９９９）。他认为：“理解心理学用体验、理

解和解释等方法试图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描述生命，实际上就是解释学的运用，这种对生命的解释最

后扩大成为一种历史方法，实际上扩大成为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精神分析对意义的寻求

过程来看，也完全是一种解释学的程序。弗洛伊德的释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由表层意义探索深层

结构的释义过程，而对是神经症的治疗同样也是一个释义过程，因为治疗的任务就是揭示症状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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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其和潜意识的关系，法国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采用的也是解释学方法论，他对弗洛伊德精

神分析学说的解释，不是简单的回归性解读，而是一种新的发展。”（杨鑫辉，２００２ｂ）

在杨先生看来，释义学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二者可以是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对此他说

道：“释义学所运用的方法不是逻辑分析，不是观察或实验，它倚重的是内省、体验、理解和解释，其释

义的结果带有历史制约性，因为释义者本身必然受着时间、主观等各方面的影响，这和实证主义者追

求的目标：客观性、准确性、可证性、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不带任何主观是截然对立的。但从另一个角

度来说，这正是两者互补的地方，释义学的缺陷：缺乏普遍性、精确性、再验证性正是实证主义的优

势，若结合二者，必定有一个崭新的局面。即实证的诠释法。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的验证，在此基

础上，再进行理解、描述和诠释，以达到对人类心理现象的全面理解。”（杨鑫辉，２００２ｂ）

杨先生认为，在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一部分内容可以用现代心理科学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

但是心理学史作为一种历史科学有许多内容需要具有人文倾向的义理研究或释义学方法的研究，

“即把整个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当作一个文本，对之进行验证、释义和理解，这样，古代的有价值的心

理学思想才能在现代重新焕发它的光辉。”（杨鑫辉，２００２ｂ）

杨先生认为，无论是科学的方法还是人文的方法，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在达到对人类的心理现象

的理解。它在实证，同时也在诠释，所以他据此提出了“实证诠释”的概念，这一概念就是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结合的产物，就是“求真”与“求解”良性互动的产物。

四、破“人蔽”与破“己蔽”的过程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认为，做学问，搞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就是不断破“蔽”的过程。所谓破“蔽”

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各种障碍、遮蔽的过程。这些障碍、遮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在的、他

人设置的障碍和遮蔽，叫“人蔽”。所谓“人蔽”主要是对古人、对前人、对经典的盲从。另一是来自内

在的、自己设置的障碍，叫“己蔽”。所谓“己蔽”就是受自己心理定势、先入之见的遮蔽。作研究、作

学问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梁启超对戴震的这一思想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认为，戴震的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实震一生最得力处。”按照梁启超的解读，初涉学问之途，往往受到“人

蔽”，待到深入之后，更多的是受到“己蔽”。用他的话说即是：“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为有不为人

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梁启超，１９９８ａ，第 ３５ 页）

初学者主要面临的是“人蔽”的问题。因为初学者，知识甚少没有形成已成之见，没有形成心理

定势，他们不存在“以所藏害所将受”的问题。他们所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人蔽”的问题。也就是来自

前人或权威的遮蔽。梁启超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我们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

人记载或或言论所束缚。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很大的权威，压迫我们。

我并不是说前人全不对，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前人如果全对，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至少要对前

人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们对于前人的话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应当充分估量

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面去考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无论是怎样有名

的前人所讲，亦当加以修正。”（梁启超，１９９８ｂ，第 １６６ 页）

待到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形成一定成见和定势之后，就可能干扰和阻碍后继的学习，用某种习惯

思维和定势去对待新的学习，就会产生“以所藏害所将受”的问题，这时最需要破除就是“己蔽”。梁

启超非常赞成戴震的观点，他认为，做学问“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可是在他看来，破除“己蔽”，

比破除“人蔽”更难。他说：“以人蔽己尚易摆脱，自己成见不愿抛弃，往往和事理相差很远还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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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

虽觉很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此种痛苦

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

修改事实，来迁就他护从前的工作。”（梁启超，１９９８ｂ，第 １６６ １６７ 页）他甚至提出了“不惜以今日

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说：“真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现

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

还要与七十九挑战。这样说法，似乎太过。最好对于从前过失，或者自觉或由旁人指出，一点不爱

惜，立刻改正，虽把十几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梁启超，１９９８ｂ，第 １６６ １６７ 页）他提出：一要

忍痛割舍。不能明知错了还坚持己见。他认为朱熹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执着于自己的成见中，纵

然被陆象山驳得无话可说，“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连朱熹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人都如此，可见

克服成见是多么不容易！二要不断挑战自我，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梁启超，１９９８ｂ，第 １６６ １６７ 页）。

戴震、梁启超这种破“人蔽”与破“己蔽”对待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精神在老一辈心理学史家

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等学者身上得到发扬，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破“蔽”的精神才在前人

没有走过的地方开出一条路：创立了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继的研究者来

说，我们也不应该为他们的研究所遮蔽，应当看到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只做了初步的

工作，需要后继者做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出色的研究者都会因为时代的局限

和其他历史的或个人的原因受到局限，所以我们这些后继者也面临一个破“蔽”的问题。我们也要敢

于向我们的前辈挑战，我们更应该不断向自己挑战，这样我们才能肩负起历史的责任，使中国心理学

史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有更大的发展。

五、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融合

前文已述，杨先生与许多前辈一样，虽然研究的领域是中国心理学史，但是他心中一直揣着一个

梦想，就是念念不忘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这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最终目标，也

是他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原动力。我们从杨先生的言论与行为中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理想。

他曾多次表达了这一理想，并身体力行。早在 １９９２ 年，他就指出：“我们现在提出搞中国本土化心理

学研究，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完全吸取外国心理学界一切先进的东西。要广泛地学习。博采众长，

有鉴别地吸收，但不是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我国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照搬的东西，不适

合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没有发展的生命力。我们要建立本土化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科

学，以至要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这种本土化，是植根于我国文化土壤上，并与心理科学的世界

性相辩证统一的本土化。”（杨鑫辉，１９９２）杨先生认为，认为心理学的本土化，就是采用的概念、理论

及方法“要能切实反映本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使适合每个国家民众的心理学。中国心理学的本土

化或中国化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杨鑫辉，１９９２）因此，他与许多老一辈心理学史

家一样，反对照抄照搬西方心理学，更反对全盘西化。

但是杨先生及许多前辈心理学家一样，他们在追求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同时，并不排除吸收西方

以致全人类一切先进的成果，包括观点与技术。他认为，心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与国际视野，与吸

收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并不矛盾，相反“它与探求人类共同心理规律的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

结合的。心理学的中国化，要求我们进行中国人的心理实验研究，要求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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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方法，要求继承和发扬祖国心理学的优秀遗产，也要求我们学习和借鉴欧美苏俄等外国心理

学一切有益的东西。”（杨鑫辉，１９９９）杨先生认为，世界心理学也出现了大融合的趋势：在方法方面出

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他认为，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

他认为研究方法的综合是整个心理学综合化趋势的动力。其次，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他

认为仅仅依靠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不能解决心理学研究中的困境，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才能

使心理学长足发展（杨鑫辉，２０００ｂ）。

杨先生始终秉持“视界融合”的思维方式，他将这种视界融合称为“综合化”。１９９９ 年他在《心理

学探新》杂志撰文将“综合化”视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三大趋势之一（另外两大趋势是本土化或中国

化、实用化）（杨鑫辉，１９９９）。他说：“科学由综合走向分化又上升到一种新的综合，心理科学也是如

此。心理学各流派的尖锐对立早已消除，相互吸取、融合发展已占主导地位。”“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

长足发展前景很好，学者们还是呼吁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要重视人性的整体研究。在综合

的趋势下，学习或借鉴外国心理学时，不要左右摇摆，而应立足本国博采众长，有批判的吸取。面对

当前偏重西方心理学的倾向，应当加强苏俄心理学的研究与学习。”（杨鑫辉，１９９９）他强调心理学的

本土化或中国化既要立足本国，又要正确地对待外国的各个心理学学派，研究者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不能画地为牢，一切为古是好，唯古是尊，而是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真正在中

国心理学史的研究中取得骄人的成就。

六、独立思考与合作创新

历史研究需要历史学家们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分析与判断，没有独立

思考就会人云亦云，缺少独立见解，就不会获得创造性研究成果。同时现代科学研究也越来越需要

团队合作进行，以便利用集体的智慧和资源进行攻关。这正如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所说：“以天下之

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现代科学研究，特别是

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与学术研究，仅仅凭科研人员的一己之力是无法承担和完成的，必须要依赖集体

的智慧。我们从诺贝尔获奖者合作比例的逐年上升以及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北

极星导弹制造计划”，中国的神州系列和嫦娥登月系列的研制过程都是可以深刻体会到集体合作重

要性。在中国人的历史研究中，从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到明代《永乐大典》，再到清代的《四库全

书》无不是集体合作攻关克难的结晶。

中国心理学史能够发展到今天，也是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先生等独立思考

与集体合作的成果。首先他们都是善于独立思考者，他们每个人都自成一家，他们对于中国心理学史都

发表过系统的独立见解，并都有自己的独立完成的有个人特色的专著和高水平系列论文。杨先生的《中

国心理学思想史》（１９９４）就是首开按范畴、专题、分支横向编写体例的先河，而他的《心理学通史·第一

卷·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则是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编排的。几位老前辈对于中国心理学史的

研究都有自己坚守的原则，都有自己所使用的方法，都建构了各具特色的中国心理学体系。这些都是他

们善于独立思考的结果。同时他们又都善于合作，善于集中集体的智慧，凝聚团队精神。杨先生就是这

样一位心理学家，他既是团队合作的参加者，又是团队合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潘菽、高觉敷主编的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１９８３）一书中他是参加者；在高觉敷主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心理学史》（１９８５）教材及《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中他是副主编之一；在《中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

（２００９）中担任分卷主编；他还独立主持了《中国心理学通史》（五卷，２０００），“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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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１１本（２０１２）以及《新编心理学史》（２００３）等。从中可见，杨先生在中国心理学的研究中曾充当过

多种角色，承担过不同的任务，担当了学术使命。他不但自己从事研究，还具有带领团队、凝聚团队的领

袖品质和卓越组织能力。无疑，杨先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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